
第一轮修改

审稿人一，意见 1，

本文干预的样本是临床样本，作者仅有一句话说明是“精神科医生评估筛选”，看这里

是否需要对医生资质做一点具体说明。

回应 1，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已在论文修改稿中对精神科医生的资质进行了补充说明，

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并且呈现如下：

在通过精神科医生评估筛选后，确定了 100名自伤青少年为被试。所有精神科医生均获

得精神病学博士学位，拥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具有五年以上的临床经历，具备丰富的自伤

诊断和治疗经验。

审稿人一，意见 2，

另外，出于伦理的考虑，干预后的对照组如何给予心理帮助也可以多补充一点。

回应 2，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已围绕伦理要求，针对对照组干预后的心理帮助进行了具

体补充，既体现了研究伦理合规性，也明确了帮助的实施细节。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并且

呈现如下：

参与干预的治疗师均为具有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士，从业至少 6年，具备丰富

的临床经验，接受过 SDFIT 的系统培训与督导。三组被试每周进行一次训练，共持续 8周，

每次约 40分钟。SDFIT 组接受以自我分化为中心的整合训练。DBT组接受情绪调节技能、

人际关系适应等常规 DBT训练。WL 组被试在干预期间不进行任何干预，在干预及随访期

结束后，我们为WL组被试提供了完整 SDFIT 心理干预。所有被试都对干预条件不知情。

审稿人一，意见 3，

最后请作者通读全文，检查文字，个别地方需要修改。

回应 3，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已对全文进行了逐字通读与校对。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

审稿人二，意见 1，



首先，本研究主体的理论模型在论述上不够充分，本研究将自我分化视为一种个体资源，

并作为调节变量调节经验回避与 NSSI之间的关系，然而在作者的论述中：“自我分化预示

着更高的社会心理成熟度和更少的问题行为(Gavazzi et al., 1993)，以及更好的问题解决能力

和心理适应能力(Skowron, 2000)”、“而高自我分化能力更像一种积极资源，可以帮助青少年

在外部压力下保持稳定的自我意识，更有能力调节应激事件下的情绪反应”，等相关论述似

乎在暗示自我分化可以直接作为预测变量减少个体的经验回避和 NSSI，而并非调节二者之

间的关系。于此同时，童年期逆境本身也可能与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较为相关，因此，作者

为何将自我分化视为调节因素，仍需要进一步论述和文献支持。

回应 1，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您所指出的问题非常关键。所有经历童年期逆境的青少年都会

或多或少地出现经验性回避，然而并非所有产生经验性回避的个体都会发展成自伤；自我分

化确实与童年期逆境较为相关，但它不仅仅是一种发展的结果，还是个体发展的保护性因素。

因此，我们重点考虑了自我分化对经验性回避与自伤的调节作用，从而为更好地干预自伤提

供方向。我们已在论文修改稿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且补充了相关的文献支持。

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并且呈现如下：

尽管经验性回避与青少年自伤行为关系密切，但并非所有产生经验性回避的青少年都会

采取自伤行为。正如发展情境论所言，个体并非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影响，其积极特质可以弥

补环境方面的劣势而促进其发展(Magnusson & Stattin, 2007)。作为家庭系统理论的主要概念

之一，自我分化(Self-Differentiation) 可能是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它是指个体

在处理与重要他人的亲密关系时，能够控制情绪反应强度，保持稳定自我意识的能力(Bowen,

1966; Calatrava et al., 2022)。研究表明，低抗压能力、高冲动性和情绪反应性是青少年自伤

行为的前瞻性风险因素(Cassels et al., 2022; Kim et al., 2020)。而自我分化良好的个体在面对

压力时能够平衡理智与情感，采取更具适应性的情绪调节、沟通和冲突解决策略(Ercengiz et

al., 2024; Hooper & Doehler, 2011)。因此，通过提高自我分化能力，也许可以帮助青少年形

成面对负性情境的缓冲保护机制，进而更好地缓解负性体验，减少自伤行为。具体到经历过

童年期逆境的青少年，尽管他们试图通过经验性回避的方式减少对于创伤经历的感知和体验，

但几乎不可能完全切断创伤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Wang et al., 2019)。这提示研究人员可以

训练青少年发展足够的自我分化能力，就像为其佩戴一个“呼吸面罩”，帮助青少年在无法

脱离负性环境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抵抗创伤性环境压力源(如消极的父母教养) 的影响(贾

倩楠 等, 2024)。通过提高这些青少年的自我分化水平，可以使其在情感上保持独立，以及



在压力情境下理智思考，防止出现过度的情绪反应(Beebe, 2009; Skowron & Schmitt, 2003)。

因此，当青少年的自我分化水平足够高时，他们能够在经历童年期逆境并产生经验性回避的

情况下表现出稳定的情绪反应，而不会采取自伤等冲动行为；而当他们的自我分化水平较低

时，面对同样的情况，他们会更容易被他人的情感裹挟、混淆自己的理智和情感，产生过度

的负性情绪反应，进而出现自伤等问题行为(Skowron, 2000)。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

自我分化在青少年经验性回避到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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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二，意见 2，

其次，本研究同时考察了童年期逆境与 NSSI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机制，那么，在干预

方案中为何仅将自我分化作为开发干预方案的重点内容，与研究一理论模型的呼应性上有所

不足，希望作者可以进一步对干预方案开发过程中的考虑进行论述。

回应 2，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由于中介变量（经验性回避）在以往的自伤干预（如辨证行为

疗法）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因此我们将自我分化作为干预亮点进行了着重论述。根据

您的建议，我们已在论文修改稿中对干预方案开发过程中的考虑展开了详细论述，并且补充

了相关的文献支持。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并且呈现如下：

目前，青少年自伤行为通常通过行为放松、人际应对技能培养和理性问题解决功能训练

等策略进行治疗，这些策略主要包含在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发

展性团体治疗(Developmental Group Therapy, DGT)、问题解决治疗(Problem-Solving Therapy,

PST) 等成熟的治疗方法中(任志洪 等, 2021; DeCou et al., 2019; Kliem et al., 2010)，并取得了

一定成效。这些经过实证的应对技巧不仅可以从结果导向视角提升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的问

题解决能力，还能够从过程导向视角增强其情绪调节能力，即通过提高情绪清晰度和接纳度

来缓解其自伤症状。其中，辩证行为疗法通过训练个体的情绪调节技能，使个体更加清晰地

认识自己的情感需求和感受，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减少个体的经验性回避，进而改善自伤行为、

抑郁等心理问题(Berking et al., 2009; Cavicchioli et al, 2020; Chapman et al., 2005)。此外，当

今心理治疗领域已形成共识，认为治疗需关注心理问题发生的具体情境及多维度表现，注重

培养个体的成长理念并开发自身积极资源(沈蕾 等, 2024; Hendriks et al., 2020)。事实上，有

自伤行为的青少年往往身处社会支持不足、负面事件频发的环境(Liu et al., 2024；Wang et al.,

2020)。尤其是经历过童年期逆境的青少年，他们普遍缺少来自家庭环境的支持，又面临着

学校等其他环境的累积生态风险(何嘉杰 等, 2026; Liu et al, 2024; Peleg & Peleg, 2023)。如果

不针对这些风险因素加以干预，会导致这些青少年反复出现自伤行为。鉴于此，本研究拟开

展以提高自我分化能力为中心的整合训练，结合已有的辩证行为疗法框架，针对性地解决青

少年自伤行为问题，并且提高自伤干预的延时效果。具体而言，本干预方案在使用传统疗法

降低青少年对创伤体验的经验性回避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对青少年的自我分化能力加以干预，

帮助其建立积极的自我意识，使其能够更好地抵御负性环境的影响，缓解负性情绪，最终改

善自伤行为。此外，受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与孝道等价值观的影响，中国青少年本身与家庭环



境连接密切，更可能牺牲自我边界来满足父母愿望(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10)，因此本

干预方法对于中国青少年可能具有独特优势。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以自我分化为中

心的整合训练能有效减少青少年自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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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二，意见 3，

第三，本研究研究一关注了童年期逆境这一不良经历，然而其在研究二的干预研究中似



乎并无体现，整体看来，研究一与研究二的关联度有所欠缺，如果仅仅是侧重于自我分化，

那研究一得出的理论模型似乎与研究二关联不大，希望作者可以进一步补充该部分的论述。

回应 3，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在干预部分我们着重论述了自我分化这一创新点，忽视了对自

变量与中介变量的相关论述，对此我们已在论文修改稿中进行了补充。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

红并且呈现如下：

1 引言

目前，青少年自伤行为通常通过行为放松、人际应对技能培养和理性问题解决功能训练

等策略进行治疗，这些策略主要包含在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发

展性团体治疗(Developmental Group Therapy, DGT)、问题解决治疗(Problem-Solving Therapy,

PST) 等成熟的治疗方法中(任志洪 等, 2021; DeCou et al., 2019; Kliem et al., 2010)，并取得了

一定成效。这些经过实证的应对技巧不仅可以从结果导向视角提升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的问

题解决能力，还能够从过程导向视角增强其情绪调节能力，即通过提高情绪清晰度和接纳度

来缓解其自伤症状。其中，辩证行为疗法通过训练个体的情绪调节技能，使个体更加清晰地

认识自己的情感需求和感受，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减少个体的经验性回避，进而改善自伤行为、

抑郁等心理问题(Berking et al., 2009; Cavicchioli et al, 2020; Chapman et al., 2005)。此外，当

今心理治疗领域已形成共识，认为治疗需关注心理问题发生的具体情境及多维度表现，注重

培养个体的成长理念并开发自身积极资源(沈蕾 等, 2024; Hendriks et al., 2020)。事实上，有

自伤行为的青少年往往身处社会支持不足、负面事件频发的环境(Liu et al., 2024；Wang et al.,

2020)。尤其是经历过童年期逆境的青少年，他们普遍缺少来自家庭环境的支持，又面临着

学校等其他环境的累积生态风险(何嘉杰 等, 2026; Liu et al, 2024; Peleg & Peleg, 2023)。如果

不针对这些风险因素加以干预，会导致这些青少年反复出现自伤行为。鉴于此，本研究拟开

展以提高自我分化能力为中心的整合训练，结合已有的辩证行为疗法框架，针对性地解决青

少年自伤行为问题，并且提高自伤干预的延时效果。具体而言，本干预方案在使用传统疗法

降低青少年对创伤体验的经验性回避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对青少年的自我分化能力加以干预，

帮助其建立积极的自我意识，使其能够更好地抵御负性环境的影响，缓解负性情绪，最终改

善自伤行为。此外，受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与孝道等价值观的影响，中国青少年本身与家庭环

境连接密切，更可能牺牲自我边界来满足父母愿望(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10)，因此本

干预方法对于中国青少年可能具有独特优势。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以自我分化为中



心的整合训练能有效减少青少年自伤行为。

3 研究二

3.1.4 整合训练方案

以自我分化为中心的整合训练的目的是帮助青少年减少自伤行为，提高自我分化水平与

主观幸福感。该整合训练方案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 自我分化训练。引入自我分化的概念

(解释自我分化的含义和什么是健康的自我分化，描述青少年为什么以及如何受到童年期逆

境的影响，并确认他们具有不断改变的潜力)。帮助青少年提高自我意识，鼓励他们探索家

庭、同伴环境中的关系模式，增加他们对自己所遭受的负性事件的认识，使他们了解童年期

逆境与当下的关系，做好童年期逆境导致的创伤感受与当下挫折带来的负性感受的分化。最

后进行行为训练(如角色扮演)，帮助青少年适应人际参与和融入，修复童年不良互动模式带

来的人际困扰，学习建立健康边界、有效沟通。(2) 辩证行为疗法，主要包括情绪调节训练，

帮助青少年减少正在经历的情绪痛苦，以及学会在无法改变这些痛苦情绪时如何容忍。通过

教授青少年识别、命名、接纳情绪的方法，替代童年习得的情绪压抑或爆发模式，减少其经

验性回避，并且提供短期应对创伤触发的方法，降低自伤冲动。(3) 正念部分。童年期逆境

常让青少年陷入创伤闪回、过度警觉或情感麻木的状态，正念通过引导他们专注当下的感官

体验，帮助他们减少因童年创伤引发的自动化负面反应，重建与自我、环境的安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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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二，意见 4，

第四，文本中：“表 5 各组在不同时间点的得分”一表中 p值指代的内涵不够明确，无

法通过表格明确是哪些组别在进行何种比较，希望能进行进一步澄清。此外，仅从数据分布

来看，“痛苦容忍度”在 T1 时间点各组别均值差别较大，但各组别差异不显著，T3 时间点

均值差异较小，但差异却显著，希望作者进一步细致检查数据，确保正确。

回应 4，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原表中的 p值为三组被试的每个指标在同一时间点的方差分析

的差异显著性，我们已对相关数据进行了补充，确保能够明确说明。此外，我们已遵照您的

建议，对“痛苦容忍度”在 T1 和 T3 时间点的数据进行了细致的重新检查。我们首先核对

了数据录入、清洗和分析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检查了异常值、缺失值处理，并确认所使

用的统计模型(单因素方差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确认，目前报告的数据和分析结果是准

确无误的。您观察到的“T1均值差异大但不显著，而 T3均值差异小却显著的现象，我们认

为这可能由相关统计因素造成，包括组内变异性的差异。我们发现在 T1时间点，组内变异

性相对较大，这意味着在研究初期，被试们的“痛苦容忍度”个体差异很大，较大的“噪声”

可能掩盖了组间的真实“信号”。而在 T3 时间点，尽管均值差异缩小，但数据模式可能变

得更加稳定和一致，使得统计检验能够更灵敏地捕捉到组间的系统性差异。再次感谢您促使

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这一现象本身就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我们希望以上的解释和

我们在文稿中所做的补充，能够充分回应您的宝贵意见。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并且呈现如



下：

表 5 各组在不同时间点的得分

审稿人二，意见 5，

最后，本文开发了一种以自我分化为中心的整合训练，并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检验了其效

果，具有实践意义，然而本研究在理论创新和突破方面的表述仍较为欠缺，希望作者进一步

讨论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是否对现有研究进行创新。

回应 5，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您指出的理论创新表述问题极具建设性。我们对本研究在理论

层面的创新进行了补充说明，以明确对现有研究的拓展与突破。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并且

呈现如下：

分组/时间点

SDFIT组 DBT组 WL组

F/χ²，p值
M SE M SE M SE

自我分化

T1 83.74 19.59 90.46 21.63 86.40 23.14 0.85, .432

T2 104.06 21.79 89.49 20.73 85.43 21.91 6.50, .002

T3 109.32 16.16 88.11 16.84 88.80 21.75 13.86, < .001

自伤行为

T1 44.10 40.72 40.70 41.18 42.23 49.79 0.05, .956

T2 1.45 3.69 9.00 19.16 31.80 44.28 10.31, < .001

T3 1.35 4.14 17.81 40.89 12.93 27.26 2.72, .071

主观幸福感

T1 7.32 2.65 7.32 2.88 6.70 3.40 0.46, .635

T2 9.32 2.52 8.30 2.41 7.37 3.30 3.88, .024

T3 10.61 2.50 7.54 2.56 8.03 2.55 13.70, < .001

痛苦容忍度

T1 50.90 13.12 40.48 11.21 38.65 11.19 1.46, .236

T2 45.76 12.79 48.03 11.99 45.70 14.24 7.00, .001

T3 47.10 11.91 51.40 11.94 47.30 13.78 3.79, .026



不仅如此，本研究还发现，自我分化显著负向调节了经验性回避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预

测作用，这与以往研究结论相符(Fernández et al., 2013; Zhu et al., 2021)。与低自我分化者相

比，经验性回避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负面影响在高自我分化人群中不再显著。这表明自我分

化在经验性回避与青少年自伤行为之间具有很强的风险缓冲作用。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自

我分化能力作为一种积极个体资源，可以促进青少年积极情绪的产生，拓宽思维与行为习惯

模式，改善心理健康(Boehm & Lyubomirsky, 2009; Lyubomirsky et al., 2005)。此外，高自我

分化能力有利于满足青少年的自主需要等基本心理需求，调节消极情绪的不利影响，发挥更

多积极心理因素的作用，从而拓宽认知灵活性，提高其在情绪调控与理性决策方面的能力。

因此，在遭遇生活压力或挫折时，相比于低自我分化水平的个体，高自我分化水平的个体能

够保持冷静并有效管理自身情绪，在产生经验性回避行为时有机会寻找更加积极的策略，而

不会选择自伤这种极端的行为来应对情绪。以往研究在探究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机制时多从心

理病理学视角出发，旨在厘清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风险因素，而本研究结合了积极心理学视角，

依据发展情境论与家庭系统理论，在剖析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风险因素的同时关注了保护性因

素，为干预方案的开发以及临床应用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此外，积极心理学

的核心理念指出，缓解心理问题无法直接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Neuhaus et al., 2022)。以往

研究多关注于缓解青少年自伤行为本身，而本研究则侧重于培养青少年的积极心理特质，不

仅能够有效减少青少年的自伤行为，还可以显著提升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以中国青少

年为被试群体，丰富了我国本土化的青少年自伤行为研究，为提升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

提供了路径和干预靶点。

Neuhaus, M., Young, T., Ferris, L. J., Grimmel, C. L., & Reid, N. (2022). A narrative review of

peer-led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s: current evidence, potential,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13), 8065.

第二轮修改

审稿人一，意见 1，

论文题目需要把“非自杀性自伤”改成“自伤行为”，不出现“自杀”字样。

回应 1，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已将题目中的“非自杀性自伤”改成“自伤行为”，并在

全文中避免使用“自杀”字样，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


	3.1.4 整合训练方案

